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

猴场会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黎平会议：筹划进行人事变动

通道会议：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发

海 新 报
SHI HAI XIN BAO 07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编委冯涛 编辑单瑞 美编 孙丽君 校对马晓婷

■ 拾遗 ■

节庆假日

古代的重要日子，如元日、元宵节、
端午节、清明节、夏至、伏日、中秋节、腊
日、冬至等都要放假休息。如元宵节起源
于西汉文帝时期，汉代放一天假，唐代放
三天假，宋代放五天假，到了明代放十天
假。民间认为伏日有鬼出行，不便外出，

“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所
以只能放假休息。冬至是阴阳二气转换
的时节，要以静养为主，“冬至前后，君子
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也要放假
休息。

法定假日

官员的法定作息制度称为“休沐”，
这一制度起源于西汉：“吏五日得一休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沐，最早的意思是
洗头发，后来泛指洗浴、洗涤，这里指代
的是休息。唐代把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休
沐，也就是旬休，“九日驰驱一日闲”，工
作九天休息一天。上、中、下旬各休息一
天，这三天分别叫作上浣、中浣、下浣。
为何唐代较之汉代假日有所减少？因为
汉代官员一般住在官署内，而不是住在家
里，办公时间就比较充裕，所以可以五日

回家休沐一次。唐代之后，官员一般就住
在家里，来回上班，效率降低，休息时间
也随之减少。

临时假日

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皇帝诞辰，也
会放假几天，以示庆贺。唐玄宗把自己的
生日定为“千秋节”，放假三天。此后的
帝王多沿袭这种做法，在生日时给官民放
假。唐代尊奉老子，把老子诞辰称为“降
圣节”，放假一天。还有一些忌日，也是
上下“废务”，不上班。家庭成员中，近亲
的婚丧，官方规定可以回家休假。如父母
去世，必须丁忧去职，服丧三年，如果是
军职，则为一百天；离开父母三千里之
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包括路
上的时间），父母在五百里之外，每隔五
年有十五日定省假；儿子行冠礼（即成年
礼），有三天假期；儿女婚礼，有九天假
期；受业老师去世，有三天假期等。

星期制的引入

随着近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中国人注
意到了西方的星期制。

1902 年，清政府开始全面推行星期
制，之后星期制逐渐成为中国人新的作息
制度。星期制的引入，更为重要的意义是

改变了中国人，尤其是劳动阶层的生活观
念。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古代社会
中，由于技术和工具落后，农业需要投入
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由此也逐渐形成了多
劳动少休息的作息方式，勤劳一直被视为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纯粹的娱乐消遣，一
直被中国人看作是不务正业。现代作息
观念让普通人意识到张弛有度、劳逸结合
的重要性，通过休息娱乐来恢复体力和精
力，从而让工作更有效率。如梁启超所
说，中国人虽然投入了很多时间去工作，
但效率反而不如善于休息的西方人，梁启
超把星期制及作息安排，看作是影响中西
文化强弱的关键因素，虽有夸大之嫌，但
也不无道理。 （据《北京日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 1921年 8月，为组织领导、运筹
谋划工人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
简称“书记部”）。书记部通过了解、分析“工运”的现状和
形势，认为必须组织召开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争取工人阶
级的政治地位、建立劳动团体联合战线、密切各地工人组
织之间关系，掀起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922年 4月 11日，书记部在《民国日报》上发出《关于
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邀请全国各工人团体
代表 1922年 5月 1日在广州报到：“五一纪念节在适宜地点
召集全国劳动大会，本书记部认为有举行必要，特拟定宗
旨及办法列下……请贵团体选派代表一人，持贵团体选派
证书，如期赴会为荷。”

通告发出后，立即得到各地工人团体的积极响应，5月
24日的《民国日报》发消息说：“接到通告的工会，都大为欢
欣，竞派代表与会。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
长沙、江西、南京、上海等各处派代表赴粤者约三四十人，加
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 160余人，代表工人 30余万。”

1922年 5月 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广东机
器工会礼堂”开幕，与会代表来自全国 110多个工会和工人
团体，有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等共
173人，中共代表有李启汉、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等备受
拥戴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大会期间，收到代表提案近百件，经审查委员会整理归
纳、评议审核，最后讨论表决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
组织原则案》等10件提案。其中最受关注、最重要的6件均是
中共代表提出来的，充分表明大会对中国共产党意愿、主张的
赞同和支持，也让共产党人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
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信心和决心。 （据《人民政协报》）

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的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你不可不知的长征知识”: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和
中央机关 8.6 万人告别中央根据地，
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同年 12 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
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
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
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
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
军团的会合上。12月 11日，中央红军
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 12日，中共
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

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
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
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
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
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
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
可，史称“通道转兵”。

此次会议研究行军路线的改变
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
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通道会议以
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
入贵州黎平县境。

1934年 12月 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
平。12月 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
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
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
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
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
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
略方针。

12月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

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张闻天因
身体不好坐上了担架。橘子园里，王稼祥
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
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
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
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
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
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

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
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
且已经出现了转机。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
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
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
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
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
条件。

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
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
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
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
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

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

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
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
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
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
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召开

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
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
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
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会后，红
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
义城，从而掀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
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
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
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
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
央秘书长邓小平等。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
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
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
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
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
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
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他一针见
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
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
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在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
告”、张闻天作“反报告”之后，毛泽东就
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
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
观点和路线方针。

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
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
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
的错误。王稼祥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
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
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
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
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
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
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
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
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5年 1月 19日，中央红军撤
出遵义城。2月 5日到 9日，在被称
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
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
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
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
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关于中央领导人变
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

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
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
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
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
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
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
产国际因素。

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
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
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
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
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
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
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
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
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
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
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
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

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
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
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
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讨论并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
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
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
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
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
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胜
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 2月 20日前后，中央红
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
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 28日，二次
夺取遵义。3 月 8 日，毛泽东和军
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 10日，红一
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
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
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
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当天
晚上，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
解释反对的理由。

3月 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
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
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
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
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
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
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
转达给张闻天。3月 12日，张闻天
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
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
导机构的任务。 （据人民网）

六次重要会议挽救党和红军六次重要会议挽救党和红军
翻开红军长征史料，会发现这样一个

特点：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是一边行军一
边频繁地开会。这种现象在湘江战役后
尤为明显。今天再去回顾这些会议，可以
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发
生的一次又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
留有记录的就有 30 多次，各路红军召开
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这些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作出重大决
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
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
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
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
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
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
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
条主义错误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
错误作斗争的问题。由此，保证了党的正
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

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
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前
后的几次重大会议上，
得到了有力体现。

扎西会议：
开创全党全军领导新局面

苟坝会议：
重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现代人取书名讲究简洁有卖点，17、18世纪的英国人
比如笛福和斯威夫特，取的书名都长到令人窒息。《鲁滨孙
漂流记》的原名为《在约克出生的海员鲁滨孙·克鲁梭有个
不可思议的惊人生涯，他是海难船上唯一的幸存者，在俄
罗挪克河河口的孤岛上奋勇求生，单独地过了二十八年，
终于被海盗船救起的详情记，全文以第一人称叙述》。维
科的代表作《新科学》初版时的名称是《关于各民族的本性
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
体系的原则》。

当然现代人也有用长书名标新立异的，比如日本的知
名艺术家横尾忠则写过一本书，书名长达日文 114个字而
创日本书籍书名的长度之最，译成中文是：《如果明白烦恼
也是迷茫也是年轻人的特点，那就不必担心。因为大伙儿
都是这样长大成人的。我也曾是烦恼和迷茫的天才哟。
如果认识到在没有烦恼没有迷茫的地方就没有进步的话，
那只要你喜欢工作就什么都可以做。去找吧》。

（据《天津日报》）

沈从文：

五毛钱的购书券燃起写作谋生的希望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辗转到京城开始了艰难的“北
漂”生活。他租住在破旧发霉的小屋里，一边在大学当旁
听生，一边写文章四处投稿。但沈从文寄出的文章如石沉
大海，到后来他连吃饭都成问题。绝望中，他给时在北京
大学任教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接信来到沈从
文的“窄而霉小斋”看他。见沈从文在冬天还身着单衣，郁
达夫便将自己的羊毛围巾解下来披在沈从文身上，又带他
到餐馆吃了一顿饱饭，还将剩下的 3块钱留给了沈从文。
这才暂时解决了沈从文的生存之虞。

1924年 12月，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在《晨报》刊出，并
得到了第一笔“稿费”──五毛钱的购书券。沈从文本来
已经打算年底去做学徒，这下看到了以写作谋生的可能
性。此后，沈从文接连出版了几本小说集，获取了丰厚的
稿酬，走上了职业作家之路，到 20世纪 30年代更是以其代
表作《边城》轰动文坛。 （据《天津日报》）

那些长到令人窒息的书名

古代放休假制度
空余的时间是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基本前提。就

如现代社会中有很多法定节假日一样，古代也有类似完
善的休假制度。古代的官方休假时间可分为三类：一是
各种节日，如一些传统的宗教、祭祀和民俗类节日；二是
假日，即法定休息日；三是临时性假日。但需要指出的
是，古代的放休假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官僚阶层，且并没
有被严格执行。

（资料图片）

遵义会议旧址全貌。（资料图片）

扎西会议会址。（资料图片）

“唯唯诺诺”这个成语的意思，各种成语辞典的解释都
是：顺从而无所违逆。与“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唯命是
听”等成语词义相近。但是“唯唯诺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意思，各种辞典都没有解释这个成语的语源。原来，这个
成语所反映出来的，乃是古代男子对尊长呼召而应答的两
种声音，即“唯”和“诺”。

《礼记·曲礼上》篇中有这样的规定：“父召无诺，先生
召无诺，唯而起。”意思是说：父亲召唤的时候，不可用“诺”
来应答；先生召唤的时候，也不可用“诺”来应答。父亲和
先生召唤的时候，都应该用“唯”来应答，同时要站起身来。

“唯”和“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东汉学者郑玄注解
说，“唯”和“诺”都是应答之辞，但“唯恭于诺”。唐代学者
孔颖达则进一步注解说：“古之称唯，则其意急也。”用“唯”
来应答，语气短促，就像急着应答父亲和先生的召唤一样。

而“诺”呢，孔颖达注解说：“其称诺，则似宽缓骄慢。”
用“诺”来应答，语气宽缓，因而显得骄慢。张舜徽先生概
括说：“盖应答之声，唯速而礼恭，诺缓而意慢。”事实也正
是如此，“诺”一般用于尊对卑的场合，《战国策·赵策》中的
名篇《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触龙向赵太后进言之后，赵太
后回答道：“诺，恣君之所使之。”即为明证。

这就是“唯”和“诺”作为应答之辞的区别：唯恭于诺。
而“唯唯”“诺诺”连用，可想而知乃是连声应答之辞，更加
显得恭敬而顺从。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中，齐王让子
虚描述一下楚国大泽的见闻，子虚就用“唯唯”应答，这是
臣子表示对国君的极度恭敬和顺从。《史记·商君列传》中
则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谚语，“谔谔”是形
容直言不讳的样子，针对的是千人连声应答的情形。

（据中国新闻网）

“唯唯诺诺”
原是古人应答的声音


